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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由于经济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尤其是在“十二五”时期的结构性转型，已源源不

断地将这个转型结果传导到了社会领域，从而促动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然而，随

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落实，也固化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趋势，

并强化了后工业社会和中产化社会的特征，使之成为中国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而这个生长点也必将

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变化的结果进行系统总结。

一、后工业化与新社会结构的生成

1. 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由于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使中国经济出现既面临严峻的稳增长

压力，又需要自我生成调结构的新动力。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低端制造业逐渐降低竞争力的情况下，新

一届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目标任务、重大战略、推进措施的调整，使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构成中第

三产业所占比重迅速增长。2012年，中国“一产”、“二产”、“三产”所占比重分别为 10.1%、45.3%和

44.6%，到 2013 年所占比重分别为 10.0%、43.9%和 46.1%；2014 年所占比重分别为 9.2%、42.6%和

48.2%。截止到2015年第三季度，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力一直稳定上升，其同比增速为8.4%，远

高于“二产”的 6.0%和“一产”的 3.8%。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2015年前三季度达到 51.4%，比

2014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0.8个百分点。这说明，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

体产业。如果未来消费完成了从产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则中国一定会长期形成以服务业为主

体的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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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上来看，美国大约在 20世纪 50年代其服务业占GDP 的比重超过 50%，到 1960年达到

56.8%，到 1970年达到 60.6%，到 1980年达到 62.9%，到 1990年达到 66.8%，到 2000年达到 68.6%，到

2009年达到75%左右，最近几年达到80%以上。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变化的历史也基本如此。这就是

说，一旦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最主体产业，其在GDP中所占比重就会处于持续增长态势。

2. 服务业成为劳动力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发展的主体将逐渐从有

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服务的供给。另外，因为工业的利润高于农业，商业的利润高于工业，所以，在

服务业取代工业而成为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拉动产业的同时，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也会逐渐从农业转

移到工业，然后又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考察发达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规律被基本遵循，美国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了50%以上。1940年达到55.2%，1950年达到60.1%，

1960年达到64.8%，1970年达到70.3%，1980年达到74.0%，1990年后达到80%左右。

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服务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就在波动中趋于上升。2000年其从业人员

所占比重达到27.5%；2010年达到34.6%；2013年达到38.5%[1]。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从业人员超过

了农业从业人员而成为劳动力人口最主要的就业领域。在2014年和2015年，服务业从业人员还在继

续增长，并使之稳定地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

有研究表明，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以提供400个工作岗位，轻工业可以提供700个工作岗位，

而服务业则可以创造1000个工作岗位。现在，中国的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都存在缺

口，因此，在市场激励之下，服务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会继续增长。从2015年前三季度表现的趋势上

看，也是服务业用工需求旺盛，而传统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的用工需求较低。这就是说，在经济

新常态之下，服务业用工需求会长期领跑“一、二产业”，并将转变趋势延伸到“十三五”时期。如果这

个趋势保持不变，则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迈入了后工业社会的门槛。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加

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有序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这会在政策配置中强化中国未来的后工业化趋势。

3.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 在服务业产值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服务业从业人员又成为全社会主要

从业人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劳动力显示出了“白领化”趋势。而劳动力的“白领化”，就意味着中国

社会的中产化，也意味著中产阶层的崛起——主要是新中产阶层的崛起。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劳动

力的服务业化、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白领化、白领工作人员的新中产化，会表现为一个前后相继的过

程。所以，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中产阶层会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阶层。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的GSS调查，在所有劳动力人口中，农民阶层所占比重

已降低到34.8%左右，工人阶层所占比重上升到33.6%左右，中产阶层（包括了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

层）所占比重上升到了31.6%左右。近两年，伴随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下

降；工人阶层的人数，也会随制造业内部的调整与生产流水线自动化水平的提升而趋于稳定。但中产

阶层的人数，却会在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伴随以互联网、金融业、各类研发、教育、旅游等产业的

发展而趋于壮大。这就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产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很快超过工人阶层

和农民阶层的人数，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大阶层。这种趋势，可从整个中国受教育人口的分流中，非常

明显地看出来：从2010年到2014年，中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从662万上升到721万人；中等职业教

育招生人数则从2010年的870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629万人。在2011年之前，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

趋于上升，但在2011年上升到851万人之后，到2014年就下降到了797万人[2]。在新生人口下降的态

[1]2013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到31.4%，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30.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则

上升到38.5%。

[2]见《2014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economy.enorth.com.cn/system/2015/02/26/030042377_02.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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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中，普通本专科招生数量的上升，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适龄青年会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中国未来的教

育体系将会主要分流出具有本专科学历的劳动力，这恰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

的精神，未来5年，中国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将使大学毛入学率提升到40%，这会大幅增加接受过

大中专教育的劳动力的供给。

贝尔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化——后工业社会[1]来临之后，迎来了中产化社会。正如，目

前日本大约有1.27亿人口，但在中产化过程中却将自己转变为“一亿中流”的社会。美国1900年蓝领

劳动力占 83%，1920年占 76%，1940年占 68%，1960年占 56%，1979年占 50%，1990年 47%，2002年占

41%[2]。米尔斯有感于美国战后的中产化浪潮，并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在全球形成

了重大影响。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将伴随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而形成一个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化过程，会在“十三五”时期突出地表现出来。中产

化时代的来临，也会伴随社会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而提升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这使管理社会的

行政精英，开始迅速从技术专家逐渐转变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专家。而整个社会的科学和技术专家，则

会更趋于细化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与此同时，科技精英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会显著高于人文和社

科精英。

由于，在后工业社会以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服务业的迅速扩张，会大量

节约劳动过程的体力支出，而尽量多地使用智力与技能。再加上女性会与男性一样相对平等地接受

现代教育，从而使女性的话语权也会迅速提升。于是，中产化时代的来临，还会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到

社会事务的治理中来，并使政府与企业中居于领导岗位的女性数量与比重大幅度提升。两性平权、女

性性别意识的崛起，以及与女性运动相关的绿色保护运动也会日益赢得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在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制造业的消退，与高端装配新兴制造业的兴起，也会

使中国社会的另外两大阶层发生重大的转变：新型工业化的实施，使工人阶层接受技术教育与培训年

限会大幅延长，这也会使其迅速技术化和高收入化，也会使其区别于传统工人阶层，而更多地表现出

新工人阶层的特征。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将使中国当前的农民阶层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

阶层。在最后一代老年农民退出生产领域之后，伴随土地流转比率的上升，农业资本与职业农民的结

合，将成为中国农村主要的生产模式。所以，中国社会的中产化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生成新工人阶层

和新农民阶层，也即职业农民阶层的过程。另外，“十三五”时期的“转方式”和“调结构”，尤其是对人

才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整个社会对知识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而

2015年整个劳动力市场所表现的强劲趋势，就是已经完成转型的企业和正在发生转型的企业对技术

型人才和研发人才的持续招聘。故而，一方面是供给，另外一方面是需求，会从供需两面优化中产阶

层的成长环境。

4. 消费社会的来临 中产阶层崛起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2010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为 13471.5 元，2011 年增长到 15160.9 元，2012 年增长到

16674.3元，2013年增长到 18022.6元。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在 2010年是 4381.8元，在

2011年增长到5221.1元，到2012年增长到5908元，到2013年增长到6625.5元。在城乡收入差距逐步

缩小的过程中，中国家庭城乡之间的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也从2010年的3.07缩小到2013年的2.72倍。

再看我国城乡的恩格尔系数，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1978年约68%，城镇家庭约59%，全国

[1]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彭强编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

[2]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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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数超过60%，即是贫困国家，温饱还没有解决。伴随社会转型的发生，到本世纪初的2000年，中国

农村的恩格尔系数是49.1%，到2010年降低到41.7%，到2013年继续降低到37.7%。而中国城镇的恩

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是39.4%，到2010年是35.7%，2013年降低到35.0%。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

水平，在从温饱型阶段转变到总体性小康阶段，再逐步转变到全面小康阶段的过程中，并有了本质的

改善。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又必将使其向富裕型消费阶段转变。

有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轿车拥有量为 16.9辆，每百户彩色电视拥有量为

116.1台，每百户电脑拥有量为 48.9台，每百户手机拥有量为 203.2部。国内旅游人数从 2002年的8.8
亿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26.4亿人次[1]。仅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就生产了1000万辆左右的家用小汽

车。在出口走弱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小汽车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内需。这使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

力进一步体现出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3年达到了50%[2]，2014年达到了51.2%[3]，2015
年前三季度达到了58.4%[4]。

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大众休闲和文化娱乐需求持续增长。2015年前三季度全社会餐饮收入

同比增长11.7%，较2014年同期加快了 2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下餐饮收入增长 13.5%。2015年前三

季度，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33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比2014年全年票房高出近34亿元。商务

部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体育娱乐用品销售也同比增长了 8.3%，增速比 2014年同期加快 4.4个百分

点。旅游也从传统时代对公共交通的依赖，逐渐转向自由行与自驾游。中国正在转变为“轮子上”的

国家。更引人注意的是大众旅游方式已从传统的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变。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加强，这会进一步在政策配置意义上促使

消费社会特征的显性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居民收入的翻番提升，则更会支持消费社会的发

展。而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则会伴随社会转型的加速而从生存性消费转变到发展性消费。

5. 网络社会的强化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在进入中产化社会和消费社会

的同时，也进入到了网络社会。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 4.5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34.3%；2011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5.13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8.3%；2012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5.64亿，

互联网普及率为42.1%；2013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6.1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2014年中国的网民

人数为6.4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5]。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手机网民已经达到5.57亿，占全部网民总数的85.8%。城市越大，网民占比

也越大。比如，在北京 2014 年的网民人数达到了 1593 万人，网民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了

75.3%[6]。网民发展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成年人中，年龄越小则其转变为网民的概率越大。中国

20-29岁年龄段网民占整个网民总数比例达到了40%左右。“十二五”末期，网民每周的上网时间已经

延长到26.1小时。伴随网速的提升与网费的降低，中国网民的人口数量与上网时间，还会继续增加。

此外，由于人口流动的加快，人们对网络的需求将与日俱增。原来只满足于文字交往，现在却需

要更为便捷的视频语言沟通。网络布点到哪里，网络wifi的使用就延伸到那里。凡是有人集聚的地

方，评价其公共服务设施是否齐备的一个最主要标准，就是看是否有wifi。
网络社会的来临，反过来又促进了消费社会的发展。现在，网络销售的渠道，不仅发展了B2B（商

[1]见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

[2]http://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40120/18300444.html。
[3]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1-20/6985557.shtml。
[4]http://news.163.com/15/1020/13/B6CF7J57000146BE.html。
[5]http://www.chinabgao.com/stat/stats/39320.html。
[6]http://www.jisiedu.com/jisinews/shidapinpai/7d5b16367a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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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且延伸出B2C（商对客）和C2C（客对客）。最近有繁衍出O2O（即Online线上网店Offline线下消

费）和P2P金融服务（peer-to-peer 或 person-to-person伙伴对等服务）。网络消费以其廉价性、便捷

性、丰富性和自主性等特点，吸引了网民的广泛参与。手机等上网媒质的使用，还增加了消费的个性

化和定制化特征，这更使网络社会与消费社会密不可分。但网络消费的最重大冲击力，在于其对实体

店的创新型破坏。2014年中国的网络零售额已超美国，达到13万亿。快递业务达到140亿件，社会物

流总费用达10.6万亿，占GDP 的比重达到16.6%。在很多中小城市，网络消费与快递业务，已基本摧

毁了实体店可能获得的超额利润空间。这也是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过程中人人都有体验的教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社会的来临，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

在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与人际交往，可以不同的虚拟符号，在同一时间活动于不同的网

络空间。即使在同一虚拟空间，也可以以不同的身份出现。这增加了网络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

同时也蕴含了网络社会的风险性——使网络社会更显著地体现出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

与此同时，网络社会又体现为依靠网络而生存的信息社会特征。用手机上网的人，可以随时随地

脱嵌于现实社会，而将自己融入到网络信息社会。对信息的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惯习。我们经常所

见的情况是，人们的身体可能集聚在物理实体社会，但人们的心灵却交流在虚拟社会。

于是，现实社会与现实社会，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虚拟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的互动，就成为影响

人们生活的必要主题。网络自媒体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草根性与公平性，以及主宰性与从属性，已在

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网络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微信圈或博客圈，选择性地

发布各种信息或接受各种信息，对自己的网友或粉丝形成影响。这就使现实社会的问题向网络社会

转移，但同时也可以将网络社会的问题向现实社会延伸。在现实问题通过虚拟社会扩大影响的同时，

网络问题也可以寻找到在现实社会的突破口。人肉搜索、网络围观、网络暴力、网络性群体事件、网络

水军的活动，一样可以引发社会危机。总之，网络世界将现实世界的特征更为显著地符号化了。

网络化社会的来临，也改变了传统社会人们上班与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是从事新技术和新业

态的工作人员，就越易于弹性地、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与空间。人们不用聚集到实体办公室集

体合作，而可以通过虚拟社会分享自己的劳动。整个城市，也不用非要在CBD形成实体，而可以工作

在“智慧生存的游牧之城”建构自己的虚拟研发公司——这会使城市功能在空间上出现离散化趋势。

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对城市的工业化改造之前，就已经将智慧城市写入了未来的发展蓝图，这会极大地

改变我们的生存和工作方式。我们不仅会在城市化过程中生存于实体社会的城市网之中，而且还会

通过虚拟城市的建构生存在智慧网之中。“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则”会显示出同等重要的价值。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要继续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要发展分享经济，

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必将中国更迅猛地带入大数据时代，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问题。

所以，网络社会的扩张，使虚拟社会的治理与实体社会的治理变得同样重要。比如现实社会的突发事

件与虚拟社会的舆情发作之间，也会形成互动关系。这一切，都使网络社会显示出复杂社会的特征。

6. 老龄化社会的加深 农业社会的生育模式，是通过多生以保持一定量的存活子女数；工业社会

的生育模式，是在死亡率迅速下降基础上的节育型优生；而后工业社会的生育模式，则是抚养成本迅

速上升过程的低生育模式。在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率先发生了

变化。这种变化既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发生，也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而发生。

所以，在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

面也深受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就非常特殊地表现为人口金字塔

顶部和人口金字塔底部的双重性老龄化。从人口金字塔的顶部来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迅速延长，即

从1949年35岁左右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进一步延长到74.8岁。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势必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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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 2000 年人口普查时，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6.96%——自此开始，中国步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老龄化水平上升到

8.87%。2014年的老龄化水平上升到10.1%，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快速老龄化的社会。

在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比迅速上升的同时，中国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却迅速下降。2010年第六次

人口普查时 0-14岁人口占比为 16.6%，2012年该组人口占比下降到 16.5%。2013年国家统计局改变

了统计口径，将少儿人口的年龄调整为0-15岁，该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该年为17.5%。一年

后的 2014 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说 0-15 岁少儿人口占比同样是

17.5%。此外，16-59岁劳动力人口，也从2012年开始下降，该年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2013年减少

了 240万人，2014年又减少了 371万人，估计 2015年下降的劳动力人口会更高。另外，在整个“十三

五”时期，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都会处于下降的态势。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会加大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尤其是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其养老压力会

更大。独生子女的婚配模式，在城市社会内部，会主要体现为“双独夫妇”的特征（即结婚的双方都是

独生子女）。虽然“单独夫妇”（即结婚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数量有所上升，但伴随人口流动的发

生，子女与父母亲都在同一城市的比率却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成年之后的养老负担，会

在后工业社会的加深过程中，逐渐加大。尽管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改革了原有

的计划生育措施，开始实现“全面二孩”政策，但在快速的城镇化、后工业化的影响下，在人均受教育年

数延长、离婚率上升、初婚年龄推迟、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生育率不会发生突发式的变化。

二、新社会结构生成中蕴含的挑战

不无偏见地说，原来那种在牺牲资源环境基础上以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形成的生产力，在

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并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国制造”。但旧动力的不可

持续性与国际经济形势的低迷，已迫使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压力之下，这也正好与世界经济的衰退过程

耦合在一起，于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中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调整的周期性短波同时发

生了作用，从而产生了像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过程。这使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发

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蕴含着一系列挑战。具体来说，在整个“十三五”时期可能存在的挑战为：

1. 中产阶层在成长中具有脆弱性 经济波动的程度，会给中产阶层的成长带来诸多风险[1]。具体

来说：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受雇的白领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完全取决于雇方经

营状况的好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稳定性。一旦遇到经济大幅度下滑，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

层的收入将下滑，其生存状况将受影响，其对未来的担忧会增加，这也会消解其消费的积极性。再看

中国老中产阶层艰辛维持的实体店营生，在电商的蓬勃发展中，面临利润进一步摊薄的命运。

中国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住房价格的迅速上升，使大批新进入中产阶层的白领们

身负巨额按揭。他们在购买了一套住房后，不得不在随后的20-30年当中“为银行打工”。为什么表面

看起来名义工资在上升，但感受到的生活改善程度却差强人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生活成

本的上升消解了工资所能支持的生活改善的可能性。

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其本身在职业上转变为白领，但其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具有天然而紧密

的“血缘”联系。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的通道，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将自己

转变为中产阶层。但作为中产阶层的他们，却又必须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在经济、情感与劳务支持上

[1]2015年的“股灾”，据说就“消灭”了 50万中产阶层，使之处于“股市的绞肉机”中。http://www.baidu.com/s?wd=%
e8%82%a1%e5%b8%82%e7%bb%9e%e8%82%89%e6%9c%ba%e4%b8%ad%e7%9a%84%e4%b8%ad%e4%ba%a7%e9%
98%b6%e7%ba%a7&tn=SE_hldp01010_6r0gix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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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进入老年阶段的农民父母亲或工人父母亲。一旦遇到父母亲经历疾病等风险，他们就不得不施

之以援手，从而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平。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淡化自己对中产阶层的认同心理。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也会伴随着全社会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

长，还会伴随着人们所学专业与择业岗位匹配困难程度的增加——在个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中，人们的

结婚年龄会不由自主地推迟，终身不婚的人口占比会趋于上升，结婚者的离婚率也会居高不下，同居

家庭所占比重也会走高——这一切都使中产化社会与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密切相关。现在，超大

城市的北京和上海，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已经接近30岁，女性已经接近28岁。

在家庭人口规模趋于缩小的过程中，社会的个体化本身就预示着生存风险的上升。如果社会保

障难以让社会个体获得安全感，则中产阶层的阶级认同率就会长期趋于低下。

正因为中产阶层具有一定脆弱性，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中产阶层

的人数占比，也会发生萎缩趋势。比如，从1980年到1995年，美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就减少了4.4%，澳

大利亚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 2.6%，英国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 3.9%[1]。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表

现，就是出身于农民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难以流动到中产阶层的陷阱——是社会流动的陷阱！

2. 消费社会易导致拜金主义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会强烈地将消费转变为一种符号。那种传统

社会塑造的看重消费品使用价值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长期使具有使用价

值意义的商品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而使具有阶层区隔意义的具有符号价值的商品处于相对短缺状

态。社会流行的时髦物会在媒体与上层社会的引导中缩短“生命”周期。这是中国社会处于买方社会

后第一次迎来的商品过剩时代。越是后工业特征强烈的城市，就越易于将街道转变为时装秀，将夜色

转变为灯红酒绿，将电视节目转变为偶像剧。每消费的升级，都将追随“流行”的步伐。即使是乡村的

少女，也会穿上热裤并将头发染成流行色。为满足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制造商也

会批量生产出标记了时髦的各类商品。于是，消费不再仅为满足生存所需，而更强烈地显示出身份之

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前卫的消费会转化为公开的炫富，以显示自己跟随时髦的步伐或与众不同的

特例。所以，我们惯常看到的情况是：手机与穿戴设备缩短了更新换代的时间。在缺少文化引导的消

费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极易找到生发的土壤。上层阶层的炫富与中产阶层

的品味，在将自己与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相区别的同时，也会拉开其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距离

——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断裂”，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需要弥合

阶层之间的裂隙，并维持阶层之间基本的团结。正如，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仇富”、“仇官”心理，在另一

方面也反映了后工业初期阶层之间的距离感的拉远也将成为诱因。

所以，物质的繁荣与人们对物质消费欲望的提升，需要有同一时代的哲学文化科学所指导。缺少

文化导引的物质消费，很容易导致纸醉金迷。只有用文化中和了消费的永无止境的欲望，消费才能运

行在秩序的轨道之中。

3. 后工业化拉动城镇化转变为城市化和大城市化 中国社会的城镇化，主要强调的是农民就近

就地非农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强调的是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同时性。但2000年之后的实际演化过程，

却更多体现的是“农民的进城”，而非“农民的进镇”。总之一句话，体现的是城市化。毕竟，城市的繁

荣，使很多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也不得不搬入了城市以寻求发展机会。房地

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的衰退，更强化了这种趋势。

[1]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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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的后工业化，更是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1]强力拉动之下的后工业化，是超大城

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污染压力之下不得不“去工业化”中的后工业化，也是中央政府在环保压力之

下偏好抉择的后工业化。正因如此，当前的人财物和信息的流动趋势，仍然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

超大城市拉动之下向地域性中心城市的集聚模式。这很容易使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等成为

“有文化的”、“有商业的”、“有娱乐的”、或干脆说是各种“繁荣”的核心。市场正存在于此：投资方向决

定着就业岗位的创造；就业岗位的创造吸引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决定人口集聚的方向——由此也会

固化中国的人口分布。例如，自2009年到2014年5年时间，北京的常住人口从1755万增长到2151万，

净增加了396万人；上海常住人口从1921增加到2425万人，净增加了504万人；天津常住人口从1218
万增加到1516万人，净增加了288万人；广州常住人口从1033万增加到1308，净增加了275万人。最

近，在三线、四线、五线城市制造业的衰退中，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以其服务

业的迅速成长拉动了人口的移入。

所以，人口流动在使农村空心化之后，又显露出了乡镇与小城市的空心化趋势——首先表现为产

业的空心化，然后会表现出人口的空心化。如果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乡镇的空心化趋势会更明显。

现在，大约全国有35%以上的土地已经完成了流转。在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已经有58%的土地完成

了流转。这意味着流转了土地的农村会变成人口日渐稀少的“生活村”和“老人村”，而不再是“生产

村”。土地流转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一家一户的、井田制模式的承包责任制生产模式将更加弱小。种

粮大户与养殖大户的竞争力一定会强于单个的老年农民。当这最后一代老年农民随子女进入城市生

活或其因为年老体弱而退出生产领域，中国就会完成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洗礼。“十

三五”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持，会更为迅速地拓展农业机械与自动装置的使用范围，从而大规模节约农

业劳动力，这将大力促进城市化的步伐。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之下，不仅会频繁发生“撤乡并镇”的事

情，而且还会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空心化”——乡村的学校进镇、医务所进镇、商店进镇的局面，并很

难在短期改变。农村的养老问题，也会在基本公共服务向县城和中心镇集中的过程中暴露得更严重。

另外，中国城市化结果，与欧洲或澳大利亚或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结果不同。欧美

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几百年的小城市化和中等城市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国家，大多数人居住

在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因为漫长的工业化逐步将人口稳定在小城市，形成城市化中的本地化。但中

国迅速发生的城市化，在乡村及周围乡镇还没有发生产业革新运动的时候，就发生了强烈的异地城市

化。比如说，在农民工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1.7亿左右，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才1亿左右。大城

市和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扩张，将西部地区的资金和人力都拉入了东部城市，而延缓了农村、西部地

区的产业化过程。于是，人口流动的趋势仍然会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比如说，在东北、西北

和西南的某些省份，从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到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基本是人口净流出地区。

这使传统社会形成的中国人口的瑷珲-腾冲线[2]，在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城市化浪潮中，基本没有改变。

与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相仿，省市层面人口的流动趋势，是城市化拉动之下的乡镇人口向小城市

流动，小城市人口向当地中心城市流动。在招商引资向大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又将经济精英和文化精

英固化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商业物流等基本

公共资源，也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优于镇和小城市。以超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群，更

成为人口集聚的核心，比如说，从2009年到2014年，环渤海城市群流入了868万人，“长三角”城市群流

[1]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正式调整了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把城市划分为五类。

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

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才可以叫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城市叫做超大城市。

[2]李培林：《新型城镇化与突破胡焕庸线》，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108/c40531-26347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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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996万人，“珠三角”城市群流入了796万人。

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即人力资源逐渐将优于资本和土地等，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支撑

力。在农业社会，只要智力健全，可能不用经专门培训，家庭就会教会其成员如何耕种。在工业社会，

只要花费较短时间，接受过基本教育，就能适应工厂体制的工作。但在后工业社会，劳动者就需要完

成教育机构的专业培训与大专以上的教育，才能够找到具有现代职业意义的就业岗位。大城市的后

工业化过程，会率先完成社会的转型，并将中国的主要经济增长引擎拉入其中。所以，精英集聚到大

城市的过程，也是拉动其他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新常态决定了后工业化的趋势，并会通过政府

的支持与引导固化这种趋势。

由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放开城镇与中小城市、由大城市自行决定开放程度，严格限制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而这种僵硬的行政控制，与市场的拉力正好相反——即户籍

制度的供给，难以满足绝大多数进入500万人以上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需求。于是，工业化时期形

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后工业化时期，会转变为城市内部当地城镇户籍人口与外地流入非户籍人口的

新二元结构。居住证制度的实施，表面看起来在扩展流动人口的权力，但实际却被城市当局变相转变

为限制外地人的门槛。流动人口的最大特征，是哪里有就业岗位、哪里有待遇较好的工作，就往那里

流动。在居住证设计的诸多门槛中，流入的外地人口，就很容易沦落为所谓的“二等公民”，遭受制度

性歧视。

在制度上对本地户籍人口与流入外地人口的区分，恰恰与人口居住地域结构中市区人口与城乡

结合部人口同构在一起。因为收入低下但又必须承担高昂的房租，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衡性，本

地户籍人口逐渐积聚到城市中心区，而外地流入人口则积聚到城乡结合部。这种居住的区位结构不

断生长着社会治理成本，即城乡结合部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流动人口就会就近就地集结在一起，使

群体性事件卷入的人口越聚越多。

此外，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家庭还有另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是将自己的妻子带入城市，

然后又将自己的孩子带入了城市。这些农民工的第二代孩子，出生在流入地、成长在流入地、上学在

流入地、长大后也会就业于流入地。他们对家乡已没有明确的认同概念，但在城市却不能与同代的城

市孩子一起公平竞争，加之受各种制度的歧视，更使农民工中的“新生代”问题，很快转变为“农民工的

第二代”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后工业社会的门槛，中国如果处理不好这个规模庞大的人群的

问题，就很容易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4. 中国已进入少子化时期 进入中产化时代之后，人口的生育模式就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从世

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史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跨入中产化社会的国家，都伴随着生育率的快速降低。所

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为控制生育而出台的措施，易于生效。但其为鼓励生育而出台的激励政策，却

很难立竿见影。在有些国家，甚至于出台了很多刺激措施，也收效甚微。

为避免可能发生的低生育陷阱，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改革红利没有

释放出预期效果。于是，2015年10月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打开了“全面二孩”的政策窗口，根据该

次会议的建议，中国在“十三五”时期会“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

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可即使生育政策发

生了改革，少子化的趋势也将不可避免。因为后工业化社会会完全改变人们的家庭观念、婚姻观念和

生育观念。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将在本质上改变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即使在农村地区，也会从养儿

防老转变为社会养老与自我养老的结合。在中国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居家养老

中的“夫妻互养”会成为主要养老模式，在丧偶之后也会坚持“自我养老”的模式。只有在生命的最后

阶段，在生活不能自理时，才会依靠子女养老和机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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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存在的年轻老人（60岁左右退休的子女）赡养老年老人（85岁以上的老年父母）的模式，会在

退休年龄逐步推迟过程逐渐消退。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强化，必将改变体力劳动盛行时期那种按退休

年龄规模化退休的模式，而不得不在退休后继续再就业。

另外，伴随计划生育制度的改革，推迟了结婚年龄的独生子女，会根据自己的家庭计划，根据就业

与住房的稳定性、根据身体保健、教育费用、育儿费用等生活成本的控制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如

果初婚发生在30岁左右，如果初次生育年龄发生在35岁左右，则其空巢期会大大推迟。还因为独生

子女的子女，会在教育机会的扩展中普遍接受大专以上教育。如果其子女接受本科阶段教育的入学

率达到一半左右，则独生子女家长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大学校门的年龄将逼近或超过60岁。

如果独生子女初次生育孩子后的4年到5年后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其理论空巢期会推迟到65岁

左右。如果独生子女一代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也为他们的子女提供购房资金支持，则他们在逼近70
岁时才可能会自己照顾自己。这时，70岁的老人，再回头赡养他们的父母亲，将力不从心。所以，中国

社会在进入少子化时代之后，会由于后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而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家庭互助模式

——代际之间的支持关系要让渡为夫妻之间的支持关系。总之，国家人口生育政策的有计划性与家

庭人口生育安排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影响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

三、中产化社会应对风险的对策

1. 加强对中产阶层的整合，防止经济波动影响下的政治波动 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会使其增

加对社会的关怀感。一个社会阶级阶层位置的普遍上移，也会增加这个社会的政治话语权。工业化

过程经常伴随业主与工人阶层之间的欠薪争议。后工业化社会也经常伴随街头事件的发生——尤其

是在后工业化的初期。中产阶层在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其成为这个时代第一大阶层的

存在意义。

从美国的情况看，在 1984年到 2000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5000美元以下的成年人的投票率，

从 37.5%降低到 28.2%。而家庭人均年收入在 50000元以上的成年人的投票率，却一直保持在 70%
左右 [1]。巴西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迅速扩大了中产阶级的比重，但巴西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却

频繁发生，并没有伴随中产化过程而迎来“一劳永逸”的和谐局面。的确，现代化过程会在很大程度上

提升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救助福利，使下层阶层的群众感受到较多的“获得感”，从而消解其对政府的不

满。但中产阶层往往是净交税的阶层，其纳税意识的增强，也同时会将其作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关怀提

升到一定高度。

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发挥，不是说其会丧失政治兴趣，而是其会通过日常的各种活动，

表达自己的意图，从而缓解下层阶层与上层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如果体制机制中缺少整合中产

阶层的制度设计，则中产化过程或许就会出现亨廷顿意义的街头政治。

2. 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 有数据显示，2014年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

达到 54.77%，但城镇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却只有 36%左右。这就是说，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市和

城镇后贡献了另外 19%的城镇化率，但却被非农户籍所拒斥。第六次人口普查还发现，进城的农民

工主要集聚在 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而按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规定，这

些城市在未来不会为外地人成规模地开放“户籍”。所以，即使“十三五”规划要提高“户籍人口的城

镇化水平”，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内部形成的新二元格局不会有太大变化。这就是说，在农

[1]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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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收入低于户籍人口收入的情况下，城市内部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收入差距的拉

大，是可预见的事实。

与此同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在土地向种粮大户与养殖大户加速集中过程中，以

“家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既受价格周期变动的挤压，也受市场竞争不力的挤压。现在全国35%以上

的土地已经发生了流转。有些省份——比如江苏已经有 56%以上的土地发生了流转。土地集中以

后，农村内部的生产劳动关系，就开始转变为雇方与受雇方、资本与劳动力的劳动关系。如果收成好，

雇主的收入会大幅增加，而受雇的农业工人的收入则仍然以议定的合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农

民就会因体力不支而不能与职业农民竞争受雇的工资，因资本不足而不能与种养大户竞争农产品的

市场。所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会呈拉大趋势。

另外，财富占有差距趋于扩大现象也值得关注。在原有发展格局下，工资在收入中占较大比重，

财产性收入占较小比重。但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居民因为占有财产的多寡不同，其伴随市场变化

而获得的收入也多寡不同。比如，那些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拥有房产的人，不仅随房价上

升而增加了资产额度，而且还会获得不菲的房租收入。那些有存款的人，也可以得到理财收入。但在

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农民的住房却很难有升值与生息的机会。所以，在工资收入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情

况下，财富占有的差距、以及财富升值、财富生息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正趋于扩大。

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均形成了新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务配置较好的地方，人们的财产增值较快，

由财产增值而形成的生息幅度较大，在财产所居区位产生的发展机会较多。比如高铁和地铁线路的

延伸，优质学校的建立、三级甲等医院的分布就增加了当地的地产收益和房屋资产增幅。现在，北京

常住人口有2151万，但有一半多居住在五环之外。因五环之内公共服务配置优化而形成的财富升值

差距与生息差距，正在形成新的不平等。城市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花费的是公共财政，但公共财政花费

所带来的升值差异，却反过来在制造新的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之间或城市内部不

同居住区位居民的收入差距。

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在形成新的收入差距。由政府兜底的社会保险改革，本应通过二次分配

或三次分配缩小差距，但实际上却在生成新的差距。仅以养老保险为例：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

除8%的个人账户、20%的统筹账户外，还增加了12%的职业年金。在企业职工很少有企业年金的情况

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就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获得比企业职工高出了

12%。城镇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每年增长10%的幅度，就比居民养老保险只从55元提高到70
元享受到了更多的“好处”。这种改革，实际上正在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收入差距。因此，改革的

制度设计，在“共享”方面，还缺少“公平”的调节机制。

所以，要通过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建构来缩小收入差距，就要注意：在

中产化社会中，工资收入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资产——尤其是不动产和金融资产所形成的

收入差距，会越来越严重。

3. 加强供给侧改革，尽快解决国内市场需求与供给的错配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压缩式的现代

化，是将发达国家在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之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完成的现代化，同时也

是全球化过程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的崛起，就不仅会在消费的数量上塑造出一个庞大

的市场，而且还会对国内的商品生产与供给等形成压力。那些在工业化社会形成的产品设计与消费

理念，已经赶不上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赶超型现代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消费方式上也存在强

烈的赶超型动力。

不管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费，还是对服务的消费，中产阶层都是其主导的拉动力量。然而，由于国

内低端制造业提供的商品，与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不匹配，所以，海外旅游与海外采购已难以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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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需拉力。人民群众对生活必需品的安全与质量诉求，与生产及流通过程的缺少监管手段存在矛盾，

这也增加了消费的不信任心理。需要看到，新富阶层的消费改善速度远远快于贫困阶层。现在，收入

较高阶层家庭的大多数消费品，被打上了世界品牌的烙印。目前在公开炫富的不良风气被打压下去

之后，家庭私域的奢华仍然盛行。所以，如果国内的制造业不能提升其与国外同行的竞争力，如果国

内的服务业——尤其是旅游、医疗、养老、金融等服务业还难以尽快提升质量和增加供给，则“长假”期

间到国外的购物游将不可避免。要将高昂的外需转变为内需以去过剩产能，就必须细化商品与服务

的市场，通过提质增效、改善服务以赢得大众的支持。

4. 出台具体扶持措施，加强社会建设 快速的城镇化，在改变了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同时，也解

构了原有社会团结的体制与机制。农村的亲族关系，伴随进城人口的增加而失去了乡村社会的框架

作用，家庭虽然仍然是一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但这些功能却越来越显示出弱化的态势。在平原地

区，普通农民花费在种植与收割上的时间，全年也不足一个月。在偏远的山区，土地的撂荒现象非常

严重——农民更多地被非农化了。城镇社会的单位制熟人社会，已经为陌生人社会所代替，即使居住

在同一个大楼，但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比比皆是，街坊之间的支持体系也难以再现。

中国的家庭，在“十三五”时期，将继续被分割为留守家庭和随迁家庭。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也会

因为就业岗位而将家庭成员分布在不同城市或城市的不同地区，使家庭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城市中

心区的本地户籍人口，一方面存在严重的人户分离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普遍存在“子家庭”远离“母家

庭”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现在大约有 1.5亿以上的独生子女，以每个独生子女只与其父母亲相联

系，则影响到的人口大约在4.5亿左右，而且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之中，并形成了独生子女成年之后的

负担较重现象，4：2：1家庭抚养关系结构已经出现。此外，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也增加了破损风险，

如“失独家庭”的存在，增加了整个社会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批评与质疑。这使老年空巢家庭、失独家

庭、离婚或丧偶之后的残缺家庭，会伴随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

养老压力的存在，使独生子女结婚之后，不敢生第二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与上海的实际生

育率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所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18。北京的总和生育率为 0.71，上海是 0.74，天津是 0.91。但最让人担忧的是整个东北三省的总和

生育率，也下滑到1以下: 辽宁是0.74，黑龙江是0.75，吉林是0.76。这就是说，不仅在城市化水平较高

的都市地区，出现了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的问题，就连东北这个农村人口占有相当大比重

的地区，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的局面。“双独”二孩政策已实施多年，城镇化消解了其生育意愿；“单独”

二孩政策的实践也说明，符合政策的夫妇难以释放出生育意愿；现在开禁了“全面”二孩政策，能不能

释放出应有的制度红利呢？在少子化过程中，是“养老”还是“养小”?这个问题一直会贯穿于“十三五”

或“十四五”的始终。

正因为如此，社会建设的投入方向，不仅应该在于劳动就业、教育、社保、文化、科技、体育、医疗卫

生保健等社会事业内容，还应该包括人口、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阶层关系等优化社会结构的内容，

更应该包括以社会服务为特色的社会支持体系——没有社会安全网，就没有抵御风险社会的基石。

现在，政府在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较大、举措较多，但在社会支持体系和社会结构优化方面的投入还

比较少。新加坡正是看到了现代化对原有社会结构体系的肢解，才在1991年发表了超越种族与宗教

情怀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并倡导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

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其中的“家庭为根和社会为本”

的理念，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从2008年4月起，凡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租屋，如果是和父母

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的公积金房屋津贴。

所以，我们的政策投入，也应该选择先家庭建设、再社区建设、再社会建设的政策优先序。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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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基础养老金必须由中央政府承办——只有中央政府承办，才有理由提高统筹层次，也才有可能

真正建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只有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配置功能，才能还户籍以人

口登记的原初功能，做到人口基础数据的准确。在社会保险与福利配置中，不打破户籍制度的壁垒，

不提升社会保险服务的可及性，不缩小各种险种之间的政府投入差距，就不可能保证底线公平。只有

让流动人口在全国各地都能够就近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才能将农村的老年人最终带出村落

社会而使其进入城市社会，并重新搭建起子家庭与母家庭之间的那种“10分钟见面”关系，将家庭之间

的互相支持转化为生产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要保障社会保险政策的公平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原来的改革是建立在

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上的，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制度性全覆盖

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制度覆盖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在低保障广覆盖之下的人口，也就是说，对这

部分人口而言，改革的制度红利大于实际收益。因此，在新常态阶段，必须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

置于最主要的位置。比如，养老金改革的初衷是缩小收入差距，但制度设计却在扩大收入差距。这种

局面，有违养老金的公平性伦理。

5. 找到后工业社会的阶层动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体经过了三波的制度创新过程，并由此

释放了改革红利。

第一波以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实施为代表，释放了农业生产的活力，满足了粮食供应，提升了

全社会的福祉。正因为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劳动力，使之承担起城市发展的

劳动力“蓄水池”功能。可以说，第一波发展的社会动力，来自于解放了生产力的农民阶层。

第二波以城市体制改革的放活为动力，从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创造了国民经济的“新生

长点”，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合理利用外资，使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推动了世界第一

人口大国的城镇化过程，拉动制造业向中国成功转移，创造了“中国奇迹”，在世界亮出了“中国制造”

的名片，使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在2012年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所以，第二波发展的社会动力，来

自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阶级。但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过慢，才出现了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

慢于成本上升速度的矛盾。根据波士顿公司2014年发布的“全球25大经济体制造业成本指数”[1]，如

果以美国为100的话，中国已经达到了96，但印度却只有87。所以，以传统制造业拉动国民经济恢复

的希望已趋式微。未来不得不借助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将不再单纯依据煤

炭、水泥和钢厂的产量，而可能更明确地表现为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

第三波将以服务业的兴起为代表，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不管是国家对先进制造业的依赖，还

是后工业化社会对研发的希冀，中国都将不得不以中产化过程为特色，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而赢得发

展机遇，在“创新性破坏”中确立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就是以教育、旅游、电讯、互联网、保健、食品

安全和金融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繁荣。所以，第三波发展的社会动力，当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不但为中产阶层的成长创造了绝好的生存环境，而且将中国未来的发展命

运寄托在这个新阶层上。正如美国的《时代》杂志将“农民工”塑造为金融危机时的封面人物一样，中

国的中产阶层也将成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强劲推手。

6. 就业将一直是民生之本 国民经济的服务业化，会明显表现出高就业率和低生产效率。应该

看到，中国当前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在低端服务业中。尤其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

切相关的商业服务业、宾馆餐饮服务业和交通旅游服务业，它还具有很强的劳动密集性质。后工业化

[1]主要基于工资、劳动生产率、能耗费用和汇率四大因素计算。邹松：《中企在印度生存状况调查》，〔北京〕《环球时

报》2015年11月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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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好处是：在制造业的“创新性破坏”中，企业破产、停产、转产过程中析出的劳动力，易于在技术

含量较低的服务业找到工作，这将化解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失业风险。但后工业化初期蕴涵的一

个缺点是：低端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会占据较大比重，造成社会的低效。为什么国民经济的增速在下

滑，但劳动力就业中的求人倍率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其原因就在于低效的服务业消化了新

增的劳动力。所以，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规模庞大的工厂在关门、或者跑路，可劳动力市场上，

继续存在着“民工荒”，企业也一再抱怨“招工难”。

从 2015年的经济数据看，沿海地区服务业占比较高的省市自治区的GDP增速都比较低，而中西

部“二产”占比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却反倒有较高的增速。比如说，北京与上海 2015年第三季度的

GDP增速分别为6.7%和6.8%——都低于6.9%。

总之，我们认为，转型中的“失速”应该被控制在一定幅度内。如果经济下行速度太快，则劳动力

市场上的再就业难度就会加大。一个劳动力在失去原有工作岗位到重新找到下一劳动岗位的时间就

会拉长——这就预示全社会的调查失业率会趋于上升。在土地流转率较低的情况下，失业的农民工

就会如2008年那样回乡务农——即使有“失业潮”，也易于化解。但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中国农村的土

地，已经有30%以上发生了流转——这就是说，农民工在失业之后，即使回乡，也会有很大一部分“无

地可种”了。现在的农民工，已经与当时的农民工不同了。他们文化程度较高，认同于城市生活，对农

村生活根本就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就不仅预示没有了工作，而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再加

上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体系中，绝大多数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这时如果发生群体性事件，很可能会将

原有的“欠薪冲突”发展为“欠保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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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ent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nd Middle-Class Society
Zhang Yi

Abstract: As economy comes into new normality, society is distinctly characterized by post industrializa⁃
tion and middle-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 society, networked society and aging society,
along with middle-classification, in turn intensif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industry. In order to achieve
middle-classif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rather than fall into middle income trap, efforts
need to be made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ve role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to prevent wealth-flaunting psycholo⁃
gy in consumption, to support the coordinative development of families, to construct olive-shaped society in
income distribution, to reinforce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front,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o solve employment problems.

Keywords: new social normality; postindustrial society; middle-clas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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